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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秸秆还田是当前促进秸秆规模化集中利用的有效手段和现实选择，而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是还田

技术推广的严重阻碍。农户作为经济人，是否还田是权衡家庭禀赋后的理性选择，而生态认知也会在家庭禀赋

基础上对农户还田“意愿 - 行为”转化过程进行调节，从而抑制或诱发悖离现象。本文基于 2017—2018 年在

湖北省、安徽省、河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立足家庭禀赋视角，分析了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相悖的原因，检验

了生态认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秸秆还田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85.5% 的农户具有还田意愿，

而实际还田的农户仅占 58.2%；2）农户家庭禀赋水平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还田意愿与行为的悖离；3）
生态认知在农户还田意愿向行为转化中发挥调节效应，高生态认知农户比低生态认知农户更有意识和能力促成

还田意愿付诸实践；4）不同类型农户的还田悖离特征存在差异，高受助农户和大规模户不易产生还田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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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ox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their behaviors of straw-return-to-fiel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armers’ ecological cognition

ZHI Jian-gong1, 2, YAN Ting-wu1, 2, YANG Guo-lei3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3. Offic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109, China）
Abstract ：Returning straw to field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realistic choice 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centralized 
utilization of straw. While an obstacle to the extension of straw return technology is the paradox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their behaviors. As rational people, whether to return straw is a rational decision for farmers after 
weighing in family endowment. Besides, ecological cognition can also mod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their behaviors. These results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in Hubei, Anhui and Hebei Province in 
2017—2018,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paradox and tes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aradox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of straw return. 85.5% 
of the farmers are willing to return straw while only 58.2% of the farmers actually did it; 2)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endowment can restrain the paradox; 3) ecological cognition has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their behaviors. Farmers with high ecological cognition have mor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ies 
to promote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straw return practice than those with low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4)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aradox. Farmers who have received more help and with larg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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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behave the paradox.
Key words ：straw return;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paradox; family endowment; ecological cognition; 
moderating effect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带来秸秆

产量的激增，然而随着秸秆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显

著下降，焚烧、弃置现象严重，导致耕地质量下降、

面源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严重阻碍了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 [1]。我国每年有约 2亿 t秸秆未被利用 [2]，

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迫在眉睫。秸秆还田可以改善

土壤质量，提高作物产量 [3]，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手段和现实选择。为推广秸秆还田，政府

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还田普及率

不高，露天焚烧现象仍未完全杜绝。

农户是秸秆还田的主体，厘清其采纳意愿与行

为特征是技术推广的前提和基础 [4]。研究表明，个体 
特征、家庭特征、环境特征等均是影响农户还田的

重要因素 [5-7]。当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秸秆处理

行为将受到生产要素价格及拥有资源数量的影响 [8]， 
露天焚烧秸秆是农户在既定条件约束下权衡秸秆处

理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决策 [9]。已有研究证实，提升

和优化资本禀赋会显著增强农户绿色生产的意愿 [10] 

和行为，如社会资本可以强化土地使用权保障对家

庭农场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正效应 [11]，而其中个体

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的选择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农户是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

纳主体，生态环境可能会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

进而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因此对生态认知的研究对

理解农户行为不可或缺。农户认知作为“嵌入因素”

可以显著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用 [13]，而对秸

秆还田的生态和社会福利认知有助于秸秆资源化利 
用 [14]。更有研究比较了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对流域

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发现生态认知的总

影响效应大于生计资本 [15]，如果居民对流域生态环

境重要性和生态补偿必要性认知不足，即使生计资

本较高，支付意愿也较低。但良好的生态环境认知

并不必然导致环保行为决策，两者仍存在差异 [16]。

一般来说，意愿是行为的前项，意愿决定行为 [17]。 
但现实中，农户还田意愿较高而采纳较低，意愿与

行为明显悖离，阻碍了还田技术的普及。有学者尝

试厘清其中原因，并探索意愿向行为转化的有效途

径。张童朝等 [18] 发现农户能力和机会不足导致秸

秆利用成本过高而收益较低，还田意愿难以转变为

实际行为 ；王舒娟和张兵 [19] 研究发现农户虽有出

售秸秆意愿，但外部环境限制了出售行为，导致意

愿与行为不一致 ；姜丽娜和赵霞 [20] 发现信息获取

途径、价格因素、商业化程度是造成分散农户绿色

农药购买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原因 ；李傲群和李

学婷 [21] 从农户个体心理特性出发，指出外界推动

可以显著促进农作物秸秆循环利用 ；李昊等 [17] 证

实提升农户的公平性感知可以显著促进农户环保意

愿与行为相一致。

家庭禀赋是家庭及其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和能

力，绝大多数农户在决策时通常面临一定的资源禀

赋约束，可能会因禀赋不足而表现出较低的意愿水

平 [10] 或高意愿低行为的悖离现象，是否进行秸秆

资源化利用是权衡家庭禀赋后的理性选择 [22]。目

前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对

农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已得到证

实 [23-25]，但多数研究仅关注意愿或行为的某一层面，

且只选取家庭禀赋的部分变量，没有将农户意愿和

行为纳入家庭禀赋的统一框架，研究缺乏系统性，

因此对秸秆还田中农户低意愿低行为、高意愿低行

为等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解释。同时，生态认知作

为内在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 [26-27]，

但现有文献多探讨其直接作用，缺乏家庭禀赋视域

下对生态认知在农户意愿向行为转化中调节效应的

实证研究，应用于秸秆还田问题的学术探索更为少

见。因此，本文以家庭禀赋为基础，引入生态认知

作为调节变量，期望探明农户秸秆还田意愿与行为

悖离的原因，为秸秆资源化利用提供有益建议。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说

1.1  相关概念界定

《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将农

作物秸秆定义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收获了稻谷、

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以后，残留的不能食用的茎、

叶等副产品，本文中主要指水稻和小麦秸秆。作为

多用途、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秸秆主要通过肥料

化、饲料化、原料化、能源化和基料化五种方式进

行资源化利用，秸秆还田是最有可能实现秸秆规模

化利用的途径 [26]。实践中，秸秆还田的方式有多种，

在本文中，秸秆还田是指作物在机械化收割时或收

割后将秸秆直接粉碎还入耕地，让秸秆在土壤中腐

烂分解为氮、磷、钾和有机质等，以改善土壤质量、

增加土壤肥力，最终实现作物产量与品质的提升。

家庭禀赋是家庭及其成员共有的资源和能力，

参考已有研究 [27-28]，本文将农户家庭禀赋划分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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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经济

资本禀赋与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指农户在

劳动力方面的优势 ；社会资本禀赋指农户通过人际

交往建立的社会联系、参与等 ；自然资本禀赋指农

户拥有的耕地资源等 ；经济资本禀赋指农户的家庭

收入和财富积累等 ；物质资本禀赋指农户生产生活

所需的各类机具和设施等。

生态认知是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对生态环 
境的基本认识及生态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15]。 
农户对秸秆焚烧危害认识越深入，焚烧意愿就越 
低 [29]。本文借鉴廖冰和张晓琴 [30]、姜维军等 [26] 的

观点，结合研究需要，设置四个题项测度生态认知。

1.2  理论假说

1.2.1  家庭禀赋对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

影响  现实中，个体决策通常会面临一定的资源约

束。秸秆还田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是

一项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是农户衡量家庭禀赋后的

理性选择，因此本文将家庭禀赋作为核心变量。

1）人力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提升农

业环境效率 [31]，为秸秆还田提供知识储备和生产能

力 [32]。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数量越多，农户

越有足够人力投入还田，当前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失

严重，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农户文化程度越

高，眼界可能更加长远，学习能力更强，对还田技

术的认知和掌握越全面，越有意愿和能力进行还田；

农业生产作为重体力劳动，家庭性别比例也会导致

农户人力资本的差异，从而对还田产生影响。

2）社会资本禀赋。农村社会关系相对紧密，

农户生产生活对以血缘、亲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

网络依赖性强并从中获取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禀赋

是农户家庭禀赋的重要组成，可以降低技术采纳的

交易成本，促进秸秆还田意愿和行为的发生。加入

合作社能推动农户进行社会参与和交往，促进生产

信息交流和互助，规范和约束生产行为，促进还田

技术的采纳 ；村干部、技术人员的帮助越多，农户

对还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越深入，生产能力就越强，

越能将还田意愿转化为行为，减少悖离。

3）自然资本禀赋。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

耕地地形、规模和细碎化程度等都会影响农户的生

产观念和行为。一般来说，地形越平坦，机械还田

难度越低，成本越小，越能产生还田意愿和行为 ；

耕地细碎化增加了机械还田的不便和难度，还田成

本也较高，可能会阻碍有还田意愿的农户表现出实

际行为，诱发悖离现象。

4）经济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是农户农业生产

投入的前提和基础。经济资本越雄厚，农户在生产

中面临的资金约束越小，抵御产量变化和收入波动

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越可能尝试秸秆还田技术。农

业收入比重越大，一方面意味着农户越重视农业，

生产投入越多，具有较长远的收益预期，越有可能

采纳更长效的秸秆还田，也可能因为农业比较收益

低导致家庭整体贫困，抗风险能力弱，农户可能因

面临收入损失风险而抑制还田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5）物质资本禀赋。物质资本是农户生产生活

的重要保障。农业机械将农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

解放出来，提高耕作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率。一般来

说，农机越多，生产规模和秸秆产量也越大，农户

越有条件进行还田，但较高的农机成本也可能会阻

碍农户还田 ；家用电器体现了家庭经济状况和信息

化程度。一般电器数量越多意味着农户生活水平越

高，生产信息越通畅 [10]，因此更有能力进行还田，

减少悖离。

一般来说，不同家庭禀赋水平下农户的还田意

愿与行为特征存在差异。家庭禀赋水平低，农户更

易表现出较低的意愿水平，或阻碍实际行为的发生，

诱发悖离现象 ；反之则表现出较高的意愿和行为水

平，抑制悖离现象。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

H1 ：农户家庭禀赋水平提升可以抑制还田意愿

与行为的悖离。

1.2.2  生态认知对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

调节效应  认知是行为的基础，行为主体在面临意

愿和行为选择时，通常会受限于个体的认知水平，

决定是否改变及如何改变。本文将生态认知纳入研

究，有助于揭示农户秸秆还田的意愿和行为特征。

个体行为通常是内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

外在因素，家庭禀赋不能解释同一禀赋水平下农户

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在决定是否进行秸秆还田时，

农户生态认知对技术采纳行为起着关键作用。研究

显示，农户绿色认知差异是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

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 [33]。生态认知是超乎家庭禀

赋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

社会网络及所掌握信息等的共同影响，家庭禀赋对

农户还田采纳的影响表现为非完全作用关系 [34]。

一方面，生态认知会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行 
为 [26-27]，对还田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家庭禀

赋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当前经济利

益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农户才可能有额外精力

关注生态环境，提升生态认知，进而产生还田意

愿和行为。因此，作为内在因素，生态认知会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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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自 2017 年和 2018 年暑期在湖北省、

安徽省、河北省 3 省 8 市 16 县（区）开展的农村调研。

河北地处华北及黄淮平原潮土区，安徽、湖北地处

长江中下游平原，三省均为玉米、小麦或水稻等粮

食主产区和秸秆综合利用的重点区域，将其作为研

究对象可以较全面考察秸秆的还田悖离问题，因此

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适用性。调研采取随机抽

样、入户调查的方式，一对一与农户进行访谈，填

写问卷，完成数据收集。调研共发放问卷 1 605 份，

除去信息缺失严重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1 560 份，

有效率 97.2%。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见表 1。受访者大部分为男

性，比例达 74.8% ；年龄普遍较高，平均年龄 54.78
岁，50 岁以上的农户占 64.5% ；受教育程度较低，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户占 82.4% ；以小规模种植为

主，67.3% 的农户种植面积小于 0.67 hm2 ；家庭农

业年收入普遍较低，农业年收入大于 3 万元的农户

仅占 7.8% ；67.7% 的农民不兼业。因此，样本农户

主要为男性，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低，以务农为主，

经营规模小，符合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

样本农户秸秆还田利用特征见表 2。政府对秸

表 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调查内容 基本情况 频数 频率 (%)

性别
男 1 167 74.8

女 393 25.2

年龄（岁）

≤ 20 5 0.3

21~30 52 3.4

31~40 119 7.6

41~50 378 24.2

51~60 474 30.4

≥ 61 532 34.1

受教育年限
（年）

≤ 6 656 42.1

7~9 629 40.3

10~12 239 15.3

≥ 13 36 2.3

兼业程度

偶尔兼业 195 12.5

季节性兼业 157 10.1

长期性兼业 152 9.7

无 1 056 67.7

种植面积
（hm2）

＜ 0.33 440 28.2

0.33~0.67 610 39.1

0.68~1.00 232 14.9

＞ 1.00 278 17.8

农业年收入
（万元）

＜ 1 944 60.5

1~3 495 31.7

＞ 3 121 7.8

庭禀赋基础上对农户还田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发挥调

节效应，从而抑制或诱发悖离现象。生态认知直接

体现为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感知和保护环境的自觉程

度，其调节效应体现在，如果农户生态认知水平较

高，即使家庭禀赋较差，也可能产生还田意愿和行

为 ；反之，即使家庭禀赋较丰厚，农户对保护环境

不关心，也难以产生还田意愿或将意愿转化为行为，

导致悖离现象。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

H2 ：生态认知在农户还田意愿与还田行为间存

在调节效应。

H3 ：生态认知在家庭禀赋与农户还田行为间存

在调节效应。

H3a ：生态认知在人力资本禀赋与农户还田行

为间存在调节效应。

H3b ：生态认知在社会资本禀赋与农户还田行

为间存在调节效应。

H3c ：生态认知在自然资本禀赋与农户还田行

为间存在调节效应。

H3d ：生态认知在经济资本禀赋与农户还田行

为间存在调节效应。

H3e ：生态认知在物质资本禀赋与农户还田行

为间存在调节效应。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图 1　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Basic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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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焚烧的处罚以罚款和拘留为主，多数受访者已形

成不焚烧秸秆的亲环境意识，政府对农户的约束较

强 ；85.5% 的农户愿意秸秆还田，但仅有 65.5% 的

农户存在支付意愿，表现出实际行为的农户则更少，

仅占 58.2% ；39.7% 的受访者还田意愿与行为明显

悖离。

表 2　样本农户秸秆还田利用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adopting straw-

return-to-field practice
调查内容 基本情况 频数 频率（%）

对秸秆焚烧
的态度

不可焚烧 966 61.9

可少量焚烧 293 18.8

不被处罚就可焚烧 301 19.3

焚烧秸秆的
处罚措施

无 308 19.7

不清楚 221 14.2

有 1 031 66.1

是否推荐过
秸秆还田

是 801 51.3

否 759 48.7

还田意愿
无意愿 226 14.5

有意愿 1 334 85.5

还田支付
意愿

无意愿 538 34.5

有意愿 1 022 65.5

还田行为
无行为 652 41.8

有行为 908 58.2

还田悖离
无悖离 941 60.3

有悖离 619 39.7

2.2  变量设置

本文选取农户是否存在还田意愿（Y1）、是否

存在还田行为（Y2）、是否存在还田意愿与行为的悖

离（Y3）为被解释变量。

家庭禀赋为关键变量，借鉴相关学者的观 
点 [7,10,22]，选择人力资本禀赋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

（X1）、女性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X2）、农户文

化程度（X3）。家庭劳动力数量是指家庭中成年的具

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农户文化程度指农户接受

的正规学历教育 ；社会资本禀赋包括是否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X4）、是否得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

上的帮助（X5）。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是否得

到生产帮助共同衡量农户的社会参与程度和互助程

度 ；自然资本禀赋包括本村地形（X6）、块均面积

（X7）；经济资本禀赋包括农业收入比重（X8）；物质

资本禀赋包括农机数量（X9）和家用电器数量（X10）。

农机数量衡量农户生产条件，家用电器数量衡量农

户生活水平和信息化水平。

生态认知为调节变量，选择您了解国家的资源

环境政策吗（X11）、个人行为对保护资源环境很重

要（X12）、我懂得如何在生产中减少对生态资源环

境的破坏（X13）、我懂得在生活中如何保护生态资

源环境（X14）度量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采用李克

特 5 分量表进行赋分。

农户性别（X15）、政治身份（X16）及所处地区（X17）

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与说明见表 3。

表 3　相关变量定义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s

类别 变量 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Y1 0= 无，1= 有 0 1 0.855 0.352
Y2 0= 无，1= 有 0 1 0.582 0.493
Y3 0= 无，1= 有 0 1 0.397 0.489

家庭禀赋

X1 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人） 0 9 2.560 1.344
X2 女性成员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 0 1 0.471 0.145
X3 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或中专，4= 大学及以上 1 4 1.779 0.786
X4 0= 否，1= 是 0 1 0.150 0.358
X5 1= 从来没有，2= 较少，3= 一般，4= 较多，5= 经常 1 5 2.950 1.357
X6 1= 平原，2= 丘陵，3= 山地 1 3 1.420 0.641
X7 土地规模与总块数的比值（hm2/ 块） 0 4 0.169 0.275
X8 农业收入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 0 1 0.386 0.327
X9 农户所拥有的农机数量 0 8 1.170 1.099
X10 农户所拥有的家用电器数量 0 12 6.920 2.170

生态认知

X11 1= 完全不了解，2= 不太了解，3= 一般，4= 了解一点，5= 非常了解 1 5 3.020 1.177
X12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一般，4= 比较同意，5= 非常同意 1 5 4.220 1.022
X13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一般，4= 比较同意，5= 非常同意 1 5 3.490 1.251
X14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一般，4= 比较同意，5= 非常同意 1 5 3.620 1.189

控制变量

X15 1= 男，2= 女 1 2 1.252 0.435
X16 1= 群众，2= 党员，3= 其他 1 3 1.240 0.479
X17 1= 湖北省，2= 河北省，3= 安徽省 1 3 1.620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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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设定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取值为无（记为 0）或有

（记为 1），为典型的二元离散变量，因此设定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

( )1
1  

1
|

i ii i xP Y X
e α β θ− + += = =

+
（ ） （1）

记有意愿 / 有行为 / 存在悖离的条件概率为 Pi ：

Pi=（Yi=1|Xi）                                                         （2）
则无意愿 / 无行为 / 不存在悖离的条件概率为

1-Pi ：

( )
11

1 i ii xP
e α β θ+ +− =

+ （3）

所以两种概率之比为 ：

( )

1
i ixi

i

P e
P

α β θ+ +=
− （4）

取对数得 ：

ln
1

i
i i

i

P x
P

α β θ= + +
− （5）

式中：Yi 为被解释变量，α 是截距项，xi 为解释变量，

包括关键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βi 为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θ 为随机干扰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效度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防止各解释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需要

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模型的共线性程度在合理范围内。

问卷中生态认知因素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

测度，所以需要对该部分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结果显示，Cronbach’s α ＞ 0.7，KMO ＞ 0.6，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生态

认知因素信度和效度较好，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3.2  实证结果分析

3.2.1  家庭禀赋对农户还田悖离现象的影响  将农户

还田意愿、行为与悖离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

家庭禀赋和控制变量，用 SPSS26.0 估计模型。各变

量进入模型的方式为“向前（条件）”，未进入的变

量不予显示，结果见表 4。再以悖离现象为被解释

变量，模型 1 只纳入控制变量，模型 2~6 依次纳入

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经

济资本禀赋和物质资本禀赋，模型 7 全部纳入。结

果见表 5。
在人力资本禀赋中，文化程度通过了 1% 的检

验（表 4），正向影响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说明受

教育水平提高使农户更易理解和掌握还田技术，意

愿与行为趋于一致，抑制悖离现象 ；劳动力数量通

过了 10% 的检验（表 5），对还田悖离的影响为正，

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经济压力相对

越大，而秸秆还田节本增效的益处短期内效果微弱，

农户更倾向于通过短期内施用农药、化肥而非还田

提高作物产量 ；在社会资本禀赋中，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生产帮助通过了 1% 的检验（表 4、表 5），对

农户还田行为和悖离的影响分别为负和正。农户在

社会参与和互助中获取信息，并受到村干部、技术

员和群众的意见影响和监督约束，从而采纳还田，

表 4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意愿模型 行为模型 悖离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户文化程度  0.345*** 0.108  0.204*** 0.072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0.590*** 0.170 -0.693*** 0.173

是否得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  0.253*** 0.042 -0.192*** 0.041

本村地形 -0.442*** 0.110 -0.345*** 0.088

块均面积 -0.031** 0.014

农业收入比重 -1.352*** 0.222

农机数量  0.107** 0.050

家用电器数量  0.054** 0.026

农户性别 -0.375** 0.175

常数  2.927*** 0.376 -0.655** 0.262 0.094 0.141

卡方 64*** 95.7*** 50.5***

显著性 P=0.000 P=0.000 P=0.000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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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悖离 ；在自然资本禀赋中，地形通过了 1% 的

检验（表 4），负向影响农户还田意愿与行为。山地

地区耕地起伏不平，增加机械还田的难度和成本，

农户出于理性普遍缺乏精力和动力进行还田 ；块均

面积通过了 5% 的检验（表 4），负向影响还田行

为，因为还田规模扩大导致成本和所需时间精力增

加，阻碍了农户还田行为的表达 ；在经济资本禀赋

中，农业收入比重通过了 1% 的检验（表 4），负向

影响农户还田意愿。农户多为风险厌恶者，家庭收

入来源以农业为主，意味着经济整体贫困，抗风险

能力弱，采纳新技术更保守，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

况下会抑制还田意愿 ；在物质资本禀赋中，农机数

量通过了 5%的检验（表 5），正向影响农户还田悖离，

说明农机多的农户购置、使用和维护成本更高，在

资金约束下难以投入更多财力进行还田，表现出悖

离现象 ；家用电器数量对农户还田行为与悖离的影

响通过了 5% 和 10% 的检验（表 4、表 5），方向分

别为正和负。家用电器是农户经济条件的体现，电

视、智能手机等终端的普及也在提升农户的信息化

水平，电器多的农户家庭基础较为雄厚，生产信息

相对畅通，对还田认知更全面，还田意愿更易转化

为实际行为，抑制悖离。综上，假说 H1 部分成立。

在控制变量中，女性还田意愿更低，更易出现

悖离。男性在多数农村家庭中仍然主导生产决策，

女性即使存在还田意愿，也可能因决策权和能力不

足而无法还田，导致悖离现象 ；地区差异显著，安

徽省农户的悖离现象低于湖北省，河北省与湖北省

之间差异不显著 ；政治身份对农户还田悖离的影响

不显著。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建立 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各变量的

显著性和符号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实证结果较

稳健，结论较可靠。

3.2.2  生态认知的调节效应分析  当调节变量为类别

变量、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时，研究调节效应需要分

组回归 [35]。参考黄晓慧等 [27]、张郁等 [36] 的研究，

本文将生态认知四个题项得分加总后算术平均，得

到全部样本的生态认知均值，以此将农户分为低生

态认知和高生态认知两组。利用 SPSS26.0 进行农

户还田意愿、家庭禀赋与还田行为的二元 logistic 回

归，考察两组变量系数大小、方向和显著性的变化

以检验生态认知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 6，自变量、

控制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还田意愿在两组中均通过了 5% 的检验，但高

组系数更大，说明高生态认知农户更可能将还田意

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生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

假说 H2 成立。

家庭劳动力数量在低组中通过了 10% 的检验，

在高组中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低生态认知农户仍倾

向依赖劳动力密集喷洒农药、化肥等传统生产方式，

表 5　悖离现象的 Logistic 估计结果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paradox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61（0.040） 0.077*（0.043）

女性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 -0.078（0.371） 0.002（0.393）

农户文化程度 -0.127*（0.072） -0.071（0.076）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0.673***（0.170） -0.704***（0.177）
是否得到村干部、
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

-0.182***（0.041） -0.187***（0.043）

本村地形 -0.046（0.103） -0.085（0.109）
块均面积 0.006（0.014） 0.014（0.015）

农业收入比重 -0.115（0.167） -0.103（0.185）

农机数量 0.077（0.050）0.130**（0.055）

家用电器数量 -0.058**（0.025）-0.051*（0.028）

性别
0.306**

（0.123）
0.301**

（0.125）
0.284**

（0.126）
0.290**

（0.124）
0.250**

（0.126）
0.324***
（0.124）

0.249*
（0.132）

政治身份 -0.203*（0.115）-0.145（0.120）-0.063（0.118）-0.181（0.116）-0.207*（0.118）-0.181（0.116）0.012（0.126）

地区（以湖北省为参照）

河北省 -0.260*（0.133）-0.301**（0.137）-0.073（0.140）-0.237（0.153）-0.249*（0.135）-0.157（0.141）0.083（0.174）

安徽省
-0.502***
（0.168）

-0.545***
（0.170）

-0.389**
（0.173）

-0.502***
（0.168）

-0.515***
（0.172）

-0.429**
（0.171）

-0.339*（0.182）

卡方 18.391 25.118 57.885 17.496 16.659 25.069 69.199

显著性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1

注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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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生态认知农户更可能采纳现代化绿色生产，生

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 ；女性成员比例和文化

程度没有通过检验。假说 H3a 部分成立。

是否得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在低

组中通过了 1% 的检验，在高组中没有通过检验且

系数更小。生态认知水平提高使农户自身具备一定

的绿色生产知识和能力，有意愿和能力主动实施还

田行为，外界帮助对个体还田决策的重要性下降，

生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

合作社没有通过检验。假说 H3b 部分成立。

本村地形在两组中分别通过了 1% 和 5% 的检

验，说明高生态认知农户在地形不利时仍可能主动

产生还田意愿，并有能力采取措施减弱不利地形对

还田的阻碍，地形对还田的显著性降低 ；块均面积

在两组中均没有通过检验，但高组系数更大且方向

由负变正，说明生态认知提高可以促进规模还田。

因此生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假说 H3c 成立。

农业收入比重在两组中均没有通过检验，但

高组系数更大且方向由负变正，说明农业收入比重

提高会使高生态认知农户更愿意还田以取得更大收

益，生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假说 H3d 成立。

家用电器数量在低组中没有通过检验，在高组

中通过了 10% 的检验且系数更大，说明高生态认知

农户更注重信息获取，并投入更多家庭资源支持还

田，生态认知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 ；农机数量没有

通过检验。假说 H3e 部分成立。

综上，假说 H3 部分成立。 
3.2.3  多群组异质性分析  前述对全部样本农户的分

析结果表明，外界帮助显著影响了农户的技术采

纳，即不同受助程度农户的还田特征存在一定的异

质性。具体地，受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帮助更多

的农户通常社会交往更加主动，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可以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和信息，因此

受助程度更高的农户更有意愿和能力做出积极的农

业技术选择，从而表现出较高的还田行为和较低的

还田悖离 ；此外，家庭种植规模也会影响农户对还

田技术的采纳。刘乐等 [6] 认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有助于农户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秸秆还田技

术采纳行为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之相反，徐涛等 [37]

研究发现，受耕地细碎化的制约，扩大规模会制约

农户采纳新技术。因此，本文选择受村干部、技术

人员生产帮助的程度和家庭种植规模进行多群组分

析，以比较不同类型农户还田特征的差异。针对“得

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这一题项，把

回答“从来没有”、“较少”和“一般”的农户归为

低受助农户，回答“较多”和“经常”的农户归为

高受助农户。根据家庭种植面积的均值，将样本农

户分为小规模户和大规模户。利用 SPSS26.0 估计

模型，结果见表 7，控制变量不予展示。

生态认知在不同受助程度和种植规模的农户中

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提升生态认知可

以有效促进农户还田，减少悖离现象发生。

还田意愿在高受助农户中更显著，说明外界的

帮助越多，农户可用于生产决策的资源和信息就越

丰富，克服生产困难的能力也越强，从而更可能将

还田意愿付诸实践，减少悖离。是否加入合作社也

对高受助农户产生显著影响。高受助农户通常较为

外向，加入合作社增加了其与成员交流、互助、增

表 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变量
低生态认知农户 高生态认知农户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还田意愿  0.581** 0.277  0.619** 0.294

家庭劳动力数量 -0.122* 0.072 -0.048 0.073

女性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  1.119 0.727  0.052 0.643

农户文化程度  0.023 0.143  0.060 0.116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0.218 0.318  0.261 0.270

是否得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  0.256*** 0.078  0.106 0.072

本村地形 -0.749*** 0.200 -0.359** 0.166

块均面积 -0.017 0.021  0.051 0.047

农业收入比重 -0.351 0.324  0.119 0.319

农机数量 -0.110 0.097 -0.096 0.101

家用电器数量  0.039 0.047  0.081* 0.049

常数项 -0.184* 0.109  0.834*** 0.087

卡方 55.365 26.977

显著性 P ＜ 0.01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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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关系的机会，从而掌握更多的生产和技术信息，

主动约束生产行为，促进还田 ；家庭劳动力数量、

地形和家用电器是影响低受助农户还田采纳的重要

因素。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村庄年

轻人多外出务工，低受助农户家庭相对贫困，劳动

力数量多意味着更多家庭成员会转移至二三产业谋

生，农业劳动力流失越严重，使其对新技术采纳“心

有余而力不足”，从而更可能导致还田悖离 ；不利

地形使低受助农户在生产中面临更大困难，限制其

采纳还田技术 ；由于从外界得到的帮助较少，低受

助农户更多依赖手机、电视等终端接受生产帮助和

学习新技术，从而促进还田，减少悖离。

生产帮助对不同规模农户均有显著影响，还田

意愿在小规模组和大规模组中分别通过了 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还田收益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并且大规模户通常在村庄事务中更活跃，与村干部、

技术人员交往密切，受其影响更大，更易将还田意

愿转化为行为，减少悖离。地形和物质资本禀赋对

小规模户的影响更显著。由于农业相对收益较低且

收益受规模限制，小规模户普遍缺乏动力、精力和

资金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修，不利地形使其在还田

时面临更大阻碍 ；土地细碎化使小规模户进行机械

作业相对不便，农机购置、使用和维护成本也使其

在还田时面临更大的资金约束，更易导致还田悖离；

大规模户社会交往相对密切，生产信息渠道更通畅、

多元、外向，而电视、手机等终端作为小规模户依

赖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促进其还田采纳发挥了更重

要的作用。生产合作社和农业收入比重是影响大规

模户技术采纳的重要因素。大规模户对生产资料需

求大，市场依赖性强，合作社能发挥规模优势，为

大规模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追求更大收益，并通过成员间交流互鉴降低技术风

险，从而推动其采纳还田，减少悖离 ；农业收入比

重大意味着对农业依赖性强，大规模户生产专业化

程度高，通常具有较长远的收益预期和较强的风险

承受能力，更有可能采纳长效的秸秆还田技术。

4  结论

1）农户还田意愿显著高于实际行为，两者明

显悖离。有还田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农户分别占比

85.5%、65.5%，而实际还田的农户仅占 58.2%。

2）不同家庭禀赋因素对农户还田意愿、行为

及悖离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禀赋中提升文化

水平可以提高农户还田意愿和行为，从而减少悖离，

而家庭劳动力数量过多会诱发悖离 ；社会资本禀赋

中加入合作社和获得生产帮助显著促进农户还田行

为，有助于减少悖离 ；自然资本禀赋中不利地形显

著抑制农户还田意愿和行为，块均耕地面积过大负

向影响农户还田行为 ；经济资本禀赋中农业收入比

重过高显著抑制农户还田意愿 ；物质资本禀赋中农

机过多易诱发悖离现象，而手机、电脑等家用电器

可以促进农户还田，减少悖离。

3）生态认知在农户还田意愿向行为转化中发

挥调节效应。生态认知水平提高使农户更有意识和

能力发挥家庭禀赋的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促

进还田行为付诸实践。

表 7　多群组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变量
受助程度 家庭种植规模

低受助农户 高受助农户 小规模户 大规模户

还田意愿  0.481*  0.815**  0.560**  0.644***

生态认知  0.143***  0.165***  0.122***  0.186***

女性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  0.501  0.466  0.845 -0.469

家庭劳动力数量 -0.108* -0.045 -0.066 -0.145

农户文化程度  0.149 -0.107  0.086 -0.169

是否加入农民生产合作社  0.081  0.507*  0.245  0.454*

是否得到村干部、技术人员生产上的帮助 — —  0.125**  0.259**

本村地形 -0.674*** -0.261 -0.553*** -0.349

块均面积 -0.009 -0.008 -0.056 -0.001

农业收入比重 -0.171  0.108 -0.216  0.173*

农机数量 -0.088 -0.132 -0.143* -0.116

家用电器数量  0.070*  0.071  0.102** -0.003

常数项  0.203**  0.623***  0.246**  0.455***

卡方 75.340 42.535 56.340 67.820

显著性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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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农户的悖离特征存在差异，高受助农

户和大规模户不易产生还田悖离。家庭劳动力数量、

地形和家用电器数量影响低受助农户还田，是否加

入合作社影响高受助农户 ；是否得到生产帮助、地

形、农机数量和家用电器数量影响小规模户还田，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得到生产帮助和农业收入比

重影响大规模户，还田意愿、生态认知对不同受助

程度和种植规模的农户均有显著影响。

5  政策建议

1）加强生产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农业部门

的技术推广和培训难以满足农户需求，是受访农户

还田意愿难以转化为行为的重要原因。农技部门要

提升技术培训的频率和深度，创新技术推广的内容

与方式，有针对性地通过发放技术手册、定期培训、

实地生产指导、电视节目、建立示范点等使农户深

刻认识秸秆还田尤其是有利于增产增收的好处，掌

握科学还田的方法，促使还田意愿自觉转化为行为。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强化农户间的互

助行为。合作组织要发挥联结小农户的功能，鼓励

技术互鉴和生产互助，降低还田风险，并通过社会

网络互相监督，主动约束和规范生产行为，抑制还

田悖离。

3）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农业生产仍以

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为主体，不利于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要积极制定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鼓励适

度规模经营，从而提高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和还

田技术采纳效率，降低秸秆处置难度和成本，并利

用示范效应宣传其还田经验和收益，带动更多小农

户将还田意愿转化为行为。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秸秆还田社

会化服务组织。还田设施的不健全阻碍了农户还田

行为的表达，因此要注重农田道路等还田设施的完

善，改善机械作业条件，并推动建立专业的还田服

务组织，为农户提供便捷低廉的机械还田服务，减

轻农户生产负担，使之更易采纳还田技术，抑制悖

离现象。

5）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农户的生态认知

水平。受访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普遍落后，一方面

要加强村一级对生态知识和秸秆还田知识的宣传，

注重增强农户对秸秆还田的环境福利的认知 ；另一

方面积极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使农户切实感受到保

护环境产生的便利，潜移默化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

自觉提升绿色生产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促进还田意

愿向行为的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调研数据来自冀、皖、鄂

三省农村地区，不同地区由于耕地类型、耕作制度、

作物品种及相关政策措施等不同，农户还田意愿和

行为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其具体的影响因素与作用

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也是本文局限和下一步

的努力方向。但家庭禀赋作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

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个人行为的选择和决策具

有显著的影响，是绝大多数农户在决定是否还田前

都会权衡的决策因素。同时，本文在变量选择上也

强调普适性，并设置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其潜在影

响，因此从家庭禀赋视角对样本农户还田悖离现象

进行实证分析所获得的研究发现并不影响结论的普

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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